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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决定出路 

——从北京城的发展谈思维的重要性 

曲哲 

2004-10-19 

一个初秋的暖暖的下午，当我走到德胜门一带，远远看到被二环隔着的德胜门箭楼，不

禁想起一个令人抱歉的事实和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令人抱歉的是，即使我们的城市拥有上

千座立交桥和好几条环城快速路，它的道路仍然拥挤不堪。令人痛心的是，老北京的文脉已

毁灭殆尽，它的残骸散落在高楼大道之间，如这德胜门箭楼一般。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交通规划，一个是古建保护。但它们都反映出思路（规划

思路或保护思路）的重要。纵使你造桥修路的技术举世无双，纵使你古建保护的手段巧夺天

工，思路错了，一错百错。 

一、建国初北京市的规划之争 

北京作为元、明、清历代都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

梁思成先生曾这样评价北京：“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

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在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作为共和国的首都，面临的头等大事便是重新规划。在此之前，

毛泽东在西柏坡便指出，要“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有一次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曾指

着广场以南的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这一思想为北京的城市规划定下

了基调。 
北京城规划中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地理位置。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放在

旧城里，一是放在旧城外。这个问题定了，北京城的规划大体上就有了方向。正是在这个问

题上，梁思成等人与苏联专家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苏联专家针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提出了一份《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提出以天安

门为中心，建设首都的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

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

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

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1] 
虽然建议书从各个方面论述了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的好处，但梁思成等人强烈反对。 
1950 年 2 月，一篇名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的文章被送上了有

关领导的桌面，这就是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由梁思成、陈占祥二人提出）。“梁

陈方案”提出：“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空地情

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

适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

划的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2] 
梁思成等人早在五十多年前就料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其实这个问题的确定实质上决

定了北京城未来的发展。在《建议》中，梁思成等人对苏联专家的方案（实际上是我们正在

体验的方案）将给北京带来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以交通和古建保护为例。 
在交通方面，梁思成指出：“（在旧城区）加增建筑物在主要干道上，立刻加增交通的流

量及复杂性。过境车与入境车的混乱剧烈加增，必生车祸问题。这是都市规划设计所极力避

免的错误。” 

“因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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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

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

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

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惟

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

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主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上述预测一一应验。 
在古建保护方面，《建议》指出：“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

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

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

加以破坏。” 
不幸的是，北京之壮美已被伤毁。 

二、北京的规划及其成果 

行政中心位置的确定，实际上决定了北京城未来规划的全部思路。现在的北京恰如其分

的印证了当年梁思成等人的担忧。当一代代规划者在为北京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城市问题费

尽脑筋的时候，其实答案早就在建国之初给出了。北京城目前面临的大部分城市问题，都可

以归咎于当初选择了错误的发展思路。 
1953 年，由中共北京市委聘请苏联专家组成的一个规划小组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

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明确提出了要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中心区，这一官方文件最终结束了

持续近三年的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及北京城市发展方向的争论。“梁陈方案”也就

此完结了。 
根据《规划草案的要点》的精神，北京城轰轰烈烈的发展了五十年，今天我们已经可以

通过亲身的体验分辨出当年的孰是孰非了。仍仅以交通和古建保护两个问题为例。 
恐怕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会体会到北京交通的拥堵。近年来渐渐升温的交通工程学

等相关学科也正好在北京可以大展伸手。路网如何规划？道路如何设计？平交路口的信号灯

如何管理？一连串的问题等着交通工程师来解答。没想到，北京的路越建越宽，越建越长，

立交桥越建越多，北京的交通状况反而越来越差。北京是世界大都市中极少数的几个拥有完

整的四条以上环城高速路的城市，据估计北京有上千座立交桥，这一数字恐怕也位居各大城

市前列，但不幸的是，北京交通的拥堵情况恐怕也位居各世界大城市前列。于是又被梁公言

中了，北京要建地铁，建大量的地铁。但我们不禁要问题，地铁可以解决城市的交通问题吗？

如果认为只要北京市拥有发达的地下交通网，城市交通问题就可以解决，恐怕未免过于乐观

了。巴黎正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它的地铁系统之复杂程度全球闻名，同时它的交通拥堵也全

球闻名。 
工程师们费尽心思的做了上述这么多工作，同时我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可问题仍没

有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北京交通的症结在哪儿？ 
先把这些问题放一放，再来看看古建的保护。 
北京的古建单论个体的价值远远不及统论整体的价值。不幸的是，现在我们也只有保护

个体古建的精力了，有时连这个精力也没有。故宫作为一个完整的皇城，是非常幸运的。但

北京不是只有故宫，北京旧城内的所有古建（包括辉煌的与平庸的）共同构成了北京的文脉，

它已差不多消失了。梁公当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北京城从一个秩序井然的壮美古都变成了

“随意掺杂调和”的杂色新都。 
城墙被拆毁，原来完整的城墙现在成了二环路，仅存的城楼只有德胜门箭楼和正阳门城

楼及箭楼，胡同从建国初的七千余条减少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约三千九百条，且近一两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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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年六百条的速度消失。生长上胡同上的四合院当然也不能幸免。 
任凭专家学者如何呼吁保护，城市现代化的铁蹄不会停止对古都的践踏。每当看到或雄

伟或朴素的古建筑被夹在四周的高楼大厦之中，心中总若然有失，再想到某某处曾经屹立着

某某古建，伤感之情便涌上心中。 
北京的古建保护错在哪里？ 

三、思路决定出路 

我想本文的标题可以回答上节中提出的问题——思路决定出路。 
正如梁公预言，确定将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一事，早已决定了北京发展的总体轨迹。由

此引起了一系列城市问题，交通与古建保护只是其中两个例子。 
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文化中心也顺势挤了进来。这势必决定了北京城交通流向的特征：

由周边向中心拥挤。越靠近市中心，交通量与道路越不匹配，这决不是单纯修路建桥（不管

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可以解决的。如现在之北京旧城之内同时容纳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

以及各种中央政府大楼，西单、王府井等大型购物地点，故宫、景山等许多旅游名胜，不久

还要有国家大剧院等文化设施，小小的旧城如何能承担如此多的功能。这里面每项功能都吸

引大量的交通，如此巨大的交通量，不知需要如何发达的交通系统来承担。 
如此多的功能挤进旧城，势必对旧城格局产生灾难性的冲击。经济要发展，旧城必须改

造，于是城墙、胡同早就注定要拆。不然新的功能由谁来承担。如今古建筑可怜兮兮的处境，

也全缘于当初的一个思路。 
思路反映出我们对问题的把握。思路错了，一错百错。思路对了，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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